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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情绪对延迟折扣的影响： 

确定感和控制感的中介作用* 

宋锡妍  程亚华  谢周秀甜  龚楠焰  刘  雷 
(宁波大学心理学系暨研究所; 宁波大学群体行为与社会心理服务研究中心, 浙江 宁波 315211) 

摘  要  本研究基于评估倾向理论, 通过 3 项实验考察了特定负性情绪(愤怒)对延迟折扣的影响, 并探究确定感和

控制感评估倾向在这一关系中的作用。实验 1 考察愤怒情绪对延迟折扣的影响, 结果发现, 愤怒组被试的延迟满足

倾向显著强于恐惧组和控制组。实验 2 采用实验因果链设计考察确定感和控制感评估倾向在愤怒情绪影响个体延

迟折扣中的作用, 结果发现, 愤怒情绪可以有效增强个体的确定感和控制感(实验 2a), 同时确定感和控制感能够增

强个体的延迟满足倾向(实验 2b)。实验 3 采用中介测量设计考察确定感和控制感评估倾向在愤怒情绪影响个体延

迟折扣中的作用, 结果发现, 确定感和控制感评估倾向在愤怒情绪影响个体延迟折扣中起完全中介作用。本研究结

果表明, 当个体进行跨期决策时, 体验到与确定感和控制感有关的偶然愤怒情绪会增强其延迟满足倾向。本研究对

探究特定负性情绪对个体延迟折扣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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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日常生活中, 人们经常需要做出决策。这些

决策行为既可以发生于某个特定时间节点, 也可以

发 生 于 不 同 的 时 间 节 点 , 后 者 即 为 跨 期 决 策

(Intertemporal Choice), 它是指个体通过对发生于

不同时间节点的成本与收益的心理权衡而做出选

择的过程(Frederick et al., 2002)。亚当斯密曾指出, 

跨期决策不仅影响个人的健康财富和生活幸福感, 

也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程度, 即无论是个人

对其健康、教育、婚姻等重大生活的抉择, 还是政

府对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等重大国计民

生问题的决策都具有很强的跨期性, 追求短期价值

还是追求长期价值显然关乎到个人和国家的成长、

发展乃至命运。跨期决策的核心内容是延迟折扣, 

即个体对发生于不同时间节点的成本与收益的心

理权衡做出选择时, 总是倾向于赋予将来时间节点

的成本与收益更小的权重(Green & Myerson, 2004)。

目前, 已有研究者在气候与环境、经济政策、退休储

蓄、投资、健康以及教育等领域对延迟折扣现象展开

了系列研究(Chen et al., 2005; Frederick et al., 2002; 

Laibson, 2001; Li et al., 2011; 刘雷 等, 2014), 这有

助于人们做出更加理性、更加科学的判断和决策。 

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指出, “愤怒以愚蠢

开始 , 以后悔告终”, 说明人类早期思想家已认识

到愤怒情绪对人类决策行为的影响。当代心理学关

于愤怒情绪影响决策的研究主要基于两个视角, 其

一是由决策事件特性所诱发的愤怒情绪对决策行

为的影响, 其二是与决策事件并无直接关系的愤怒

情绪对决策行为的影响, 这也是本研究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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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研究者已在风险决策(Druckman & McDermott, 

2008; Lench et al., 2011; Lerner & Keltner, 2000)、道

德决策(Small & Lerner, 2008)、心理理论(观点采择) 

(Todd et al., 2015; Wiltermuth & Tiedens, 2011)、礼

物赠送决策(de Hooge, 2017)和助人行为(杨昭宁 

等 , 2017)等领域对愤怒情绪如何影响人类决策行

为进行了大量研究。跨期决策作为决策领域中一个

重要的研究方向, 目前少有研究考察愤怒情绪如何

影响个体的延迟折扣。因此, 本研究试图考察偶然体

验到的愤怒情绪对延迟折扣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 

1.1  负性情绪与延迟折扣 

以往国内外关于情绪影响延迟折扣的研究, 主

要以情绪维度理论为基础, 以情绪效价(积极/消极)

维度为重点, 考察情绪对延迟折扣的影响, 但结论

不尽一致(刘雷, 索涛, 2018)。有的研究发现, 负性

(消极)情绪可提高跨期决策任务中长期价值的折扣

率。例如, 王鹏和刘永芳(2009)的研究发现, 负性情

绪诱发组被试的延迟折扣率显著高于无情绪诱发

的控制组被试, 说明负性情绪降低了被试对长远价

值的估计 , 进而表现出对价值的短视倾向。最近 , 

Guan 等人(2015)的研究结果也获得了相同的结论, 

即相对于正性情绪和中性情绪启动条件, 在负性情

绪启动条件下, 个体更倾向于选择价值较小的即刻

奖赏物, 而放弃价值较大的延迟奖赏物。然而, 也

有研究发现, 负性情绪可降低长期价值的折扣率。

例如, 李晓明和谢佳(2012)的研究发现, 在高冲突

决策条件下, 相比于正性情绪和中性情绪, 个体在

负性情绪状态下具有更强的延迟价值选择倾向。此

外, Luo 等人(2014)也获得了类似的结果。这些结论

冲突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点, 是均采用了一般负性情

绪状态的诱发技术, 而没有考虑这些负性情绪的具

体形态(如, 愤怒情绪和恐惧情绪等)。因此, 不同研

究结论的差异可能是这些研究诱发的是不同形态

的负性情绪, 而不同形态的负性情绪可能对延迟折

扣的影响模式并不相同。 

少量研究考察了不同形态的负性情绪对延迟

折扣的影响。Lerner 等人(2013)采用情绪视频材料

诱发被试的悲伤和厌恶情绪状态。结果发现, 相比

于中性情绪状态, 悲伤情绪状态下被试更倾向选择

价值较小的即刻奖赏物 , 而厌恶情绪状态则无差

异。还有研究者采用情绪视频材料 (佘升翔  等 , 

2016)和自传回忆任务(佘升翔 等, 2017)诱发被试

的恐惧情绪状态。结果发现, 恐惧情绪状态显著降

低了个体等待的耐心, 表现为更高的延迟折扣率。

Zhao 等人(2017)采用特质−状态愤怒问卷考察了特

质愤怒和状态愤怒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结果显

示, 对于低特质愤怒情绪的个体, 相对于处于暂时

的高愤怒情绪状态, 他们处于低愤怒情绪状态时偏

好较小的立即奖赏; 当个体处于暂时的高愤怒情绪

状态时, 相对于低特质愤怒个体, 高特质愤怒个体

偏好较小的立即奖赏。最近, 方铖豪等人(2019)采

用情绪面孔图片诱发被试的厌恶和恐惧情绪。结果

发现, 与中性面孔相比, 呈现厌恶情绪面孔使个体

倾向于选择较小的立即奖赏。上述研究采用不同的

负性情绪诱发材料, 分别考察不同形态的负性情绪

对延迟折扣的影响。 

1.2  愤怒情绪、评估倾向理论与延迟折扣 

愤怒情绪在决策中得到关注主要有以下几点

原因: 首先, 愤怒情绪是一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最

常见的情绪之一, 以往研究多探究诱发愤怒情绪的

原因(Fischhoff et al., 2005), 而忽略愤怒情绪对人

们随后决策行为的影响; 第二, 愤怒情绪能够在很

大程度上吸引人们的注意力(Solomon, 1990; Tavris, 

1989), 并且人们经常将其作为一种决策线索(Clark 

et al., 1996; Knutson, 1996; Tiedens, 2001); 第三, 

愤怒情绪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一旦产生, 不仅会影

响人们当下所做决策, 也会影响人们在与愤怒无关

情境中的判断和选择(Lerner et al., 2003; Lerner & 

Tiedens, 2006)。延迟折扣是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

一种决策现象, 已有研究仅探究性考察特质愤怒和

状态愤怒对延迟折扣的影响(Zhao et al., 2017), 但

缺乏对其作用机制的深度探讨。 

评估倾向理论(Appraisal-Tendency Framework, 

ATF)认为情绪与特定的评估倾向有关。这些评估倾

向反应了引发每一种情绪的事件的核心含义, 其决

定 特 定 情 绪对 个 体 判断与 决 策 的影响 (Lerner & 

Keltner, 2001; Smith & Ellsworth, 1985; Winterich et 

al., 2010)。 评估倾向 理 论主要借 鉴 了 Smith 和

Ellsworth (1985)的理论, 其区分了情绪的 6 个认知

评估维度 : 愉悦感 (即事件引发高兴 /不高兴的程

度)、确定感(即事件的可预测性和可理解度)、控制

感(即事件被个人/情境所能控制的程度)、注意活动

(即事件吸引/阻止个人注意的程度)、预期努力(即需

要/不需要个人付出努力的程度)和他人责任感(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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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自我, 他人对事件所负责任的程度) 6 个维

度1。不同评估维度对每一种具体情绪的作用各不相

同, 其中对情绪起主导作用的评估维度被称为核心

评估维度(Core-Appraisal Theme), 该核心评估维度

可激发个体对未来事件形成一种内隐的认知评估

倾向, 因此情绪对决策的影响是通过评估倾向实现

的。只有当核心评估维度与所要进行的判断和决策

任务的特性相匹配(即匹配原则)时, 情绪才能对随

后的判断与决策产生影响(Han et al., 2007)。前人已

经基于评估倾向理论考察了愤怒情绪对某些决策

领域的影响。研究发现, 愤怒情绪会使个体有更少的

助人行为(杨昭宁 等, 2017)、更认为他人的观点有吸

引力进而更愿意评价他人观点(Wiltermuth & Tiedens, 

2011)、表现出更加严厉的判断(Small & Lerner, 2008)

以及减少礼物赠送的行为(de Hooge, 2017)等。 

扩展到跨期决策领域, 还没有人基于评估倾向

理论, 考察愤怒情绪对延迟折扣的影响。Smith 和

Ellsworth (1985)研究发现, 愤怒情绪与低愉悦感、

高他人责任感、高确定感、高注意活动、高预期努

力和高控制感有关。由此可知, 愤怒作为一种基本

情绪, 与高确定感和高控制感相关。与此同时, 确

定感和控制感与跨期决策中的认知因素(远期选项

的未知风险和低控制感)有关。例如, 研究发现, 在

跨期决策中, 奖赏等待时间越长意味着得不到的风

险越大, 延迟奖赏被认为是有风险的、不安全的选

项(Benzion et al., 1989; Luhmann et al., 2008; She et 

al., 2010); 大量研究也表明控制感在跨期决策中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 研究发现, 与高控制感的个体相

比, 低控制感个体在跨期决策中更倾向于选择价值

更小的立即奖赏(Berns et al., 2007; Casey et al., 

2011; Figner et al., 2010; Hare et al., 2009; 索涛 等, 

2018)。因此, 本研究推测情绪的确定感和控制感评

                                                           
1Smith 和 Ellsworth (1985)采用被试内设计, 要求被试回忆 15 种不

同情绪的经历 , 然后对基于情绪评估理论得出的评估维度进行评

定。例如, 确定感指的是当个体体验到某种具体情绪时, 其对于当

下环境中所发生事件的理解程度、确定程度以及未来可预测性; 控

制感指的是当个体体验到某种具体情绪时 , 其认为当下环境中所

发生的事件是否受自身、他人与环境的控制。这些评估维度可以通

过问卷进行测量。研究结果发现, 高兴情绪(Happiness)与高愉悦感、

低责任感、高确定感、高注意活动、低预期努力和高控制感有关; 愤

怒情绪(Anger)与低愉悦感、高他人责任感、高确定感、高注意活动、

高预期努力和高控制感有关; 恐惧情绪(Fear)与低愉悦感、高他人

责任感、低确定感、高注意活动、高预期努力和低控制感有关。判

别分析进一步发现, 基于被试反应得出的 6 个认知评估维度的相应

认知评估模式能够以 40%的概率正确预测 15 种情绪。这说明事件

的评估维度与情绪状态之间有紧密的联系。 

估维度可能是影响延迟折扣的关键评估维度, 即确

定感和控制感评估维度可以解释愤怒情绪对延迟

折扣的影响。 

1.3  研究思路 

基于情绪维度研究取向的观点, 愤怒情绪应该

与其他负性情绪类似 , 对延迟折扣有相同的影响; 

然而, 评估倾向理论认为, 情绪对决策的影响会受

到匹配原则的限制, 只有在核心评估维度与所要进

行的判断和决策任务的突出属性相匹配时, 情绪才

能够对判断与决策产生影响。在 6 种评估维度中, 

情绪的确定感和控制感维度可能会影响个体的延

迟折扣 (Benzion et al., 1989; Berns et al., 2007; 

Casey et al., 2011; Figner et al., 2010; Hare et al., 

2009; Luhmann et al., 2008; She et al., 2010; 索涛 

等, 2018)。因此, 基于评估倾向理论, 不同形态的

负性情绪应该通过确定−控制感维度对延迟折扣产

生不同影响。基于 Smith 和 Ellsworth (1985)的研究, 

本研究选取愤怒(高确定−控制感)、恐惧(低确定−

控制感)两种负性情绪和愉悦(高确定−控制感)这种

正性情绪进行下面的研究。实验 1 通过自传回忆任

务诱发个体的愤怒和恐惧情绪状态, 然后测量其在

跨期决策任务中的反应。实验 1 假设, 相比于中性

情绪状态, 愤怒情绪状态促使个体选择价值较大的

延迟奖励, 而恐惧情绪状态促使个体选择价值较小

的立即奖励。实验 2 通过实验因果链设计考察确定

−控制感维度是否是愤怒情绪影响延迟折扣的潜在

机制。首先考察相比于中性情绪状态, 愤怒情绪状

态能否提高个体的确定−控制感, 而恐惧情绪状态

能否降低确定−控制感(实验 2a); 然后考察相比于

低确定−控制感 , 高确定−控制感能否降低个体的

延迟折扣率(实验 2b)。实验 3 独立操纵情绪的确定

−控制感和情绪效价, 运用中介测量设计在排除效

价因素的基础上论证愤怒情绪通过确定−控制感维

度影响个体的延迟折扣。 

2  实验 1: 愤怒情绪对延迟折扣的
影响 

2.1  方法 

2.1.1  被试 

基 于 实 验 1 的 单 因 素 被 试 间 设 计 , 采 用

G*power 3.1.9.4, 在显著性水平 α = 0.05 且中等效

应(f = 0.25)时, 预测达到 80%的统计力水平的总样

本量至少为 159 名。通过广告招募自愿参与本实验

的某高校大学生共 184 名, 随机分为愤怒情绪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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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以下简称愤怒组)、恐惧情绪诱发组(以下简称恐

惧组)和未诱发情绪组(以下简称控制组)。此外, 因

本研究关注特定情绪对延迟折扣的影响, 故若被试

在情绪操纵性检验(详见材料及程序部分)中的目标

情绪维度上选择“根本没有”, 即认为情绪诱发失败, 

应剔除此数据。剔除无效数据后, 剩余有效数据共

173 名(女性 89 名), 被试年龄在 18~25 岁(M = 21.86, 

SD = 2.82)之间, 其中愤怒组 55 名、恐惧组 59 名、

控制组 59 名。所有被试均无神经系统或精神疾病

史, 裸眼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自愿参加实验并签署

知情同意书。实验结束后, 给予被试相应实验报酬。 

2.1.2  实验设计 

采用单因素被试间实验设计, 自变量为情绪类

型(愤怒/恐惧/中性情绪), 因变量为被试在跨期决

策任务中的延迟折扣率 k。 

2.1.3  材料及程序 

首 先 , 所 有 被 试 完 成 情 绪 诱 导 任 务 。 借 鉴

Lerner 等人(Lerner & Keltner, 2001; Small & Lerner, 

2008)的自传回忆任务作为情绪诱导方法。实验组

(愤怒组和恐惧组)被试共需完成两项任务: 任务一

“请尽可能回忆并列出 3 件让你感到非常愤怒/恐惧

的事情, 比如, 被朋友背叛的经历(愤怒组)/看恐怖

片的经历(恐惧组)”, 任务二“请从上述经历中选择

1 件最让你感到愤怒/恐惧的事情, 用文字详细描述

出具体细节。让别人理解你为什么会感到愤怒/恐惧, 

同时别人也可以通过阅读此经历而感觉到愤怒/恐

惧”。控制组被试也需完成两项任务: 任务一“请你

列举出自己在晚上通常会做的 3 件事情, 比如, 洗

脸等经历”, 任务二“请尽可能用文字详细的描述出

自己如何度过晚上的时间, 可以按照时间顺序对事

件进行描述。让别人可以通过你的描述, 还原你如

何度过晚上的时间”。前人研究表明, 此类自传回忆

任 务 是 诱 导 特 定 情 绪 的 有 效 方 法 (Bodenhausen 

et al., 1994; Gino et al., 2012; Lerner & Keltner, 2001; 

Tiedens & Linton, 2001; Whitson et al., 2015)。 

其次, 被试完成改编后的跨期决策任务。借鉴

Kirby 和 Maraković (1996) 的 金 钱 选 择 量 表

(Monetary Choice Questionnaire, MCQ)进行改编。

原量表共包含 27 道题目, 分为较大奖励(L) (75 元

~85 元)、中等奖励(M) (50 元~60 元)和较小奖励(S) 

(25 元~35 元)三组, 每组各 9 道题目。具体而言, 虽

然不同组内题目的延迟奖励金额有所不同, 但均分

别对应 9 个相同的延迟折扣率(k), 即 S、M 和 L 组

内各有 1 道题目, 其延迟折扣率(k)相同。本研究为

方便施测 , 在不改变原量表中延迟折扣率(k)计算

逻辑的基础上, 仅选取较大奖励(L)和较小奖励(S)

两组共 18 道题目。 

最后, 进行情绪操纵检验, 以确保情绪诱发成

功。参考前人研究自编问卷(丁如一 等, 2014; Todd 

et al., 2015), 要求被试在 2 个情绪词(愤怒、恐惧)

后选择最能表达自己此时情绪感受的数字 , 从 1 

(根本没有)到 7 (非常强烈), 数字越大表明被试对

某一情绪的感受越强烈。 

实验结束后被试填写基本信息并得到相应实

验报酬。 

2.2  结果 

2.2.1  情绪操纵有效性检验 

对情绪诱发结果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 愤

怒情绪评定维度上情绪类型主效应显著, F(2, 170) 

= 167.21, p < 0.001, ηp
2 = 0.66; 事后多重比较发现, 

愤怒组被试报告的愤怒等级评分(M = 5.29, SD = 

1.21)显著高于恐惧组(M = 2.53, SD = 1.33)和控制

组(M = 1.46, SD = 0.86), ps < 0.001。恐惧情绪评定

维度上情绪类型主效应显著, F(2, 170) = 78.41, p < 

0.001, ηp
2 = 0.48; 事后多重比较发现, 恐惧组被试

报告的恐惧等级评分(M = 4.69, SD = 1.32)显著高

于愤怒组(M = 2.58, SD = 1.64)和控制组(M = 1.53, 

SD = 1.22), ps < 0.001。这表明情绪操纵有效。 

2.2.2  延迟折扣率 

延迟折扣率代表个体对延迟结果发生折扣的

速率或程度, 通常用 k 值表示, k 值越大, 表示随延

迟时间的增加, 延时奖赏在个体心目中的主观价值

折扣变大, 更可能选择较小而即时的奖赏。本研究

根据 Kirby 等人(1996)提出的方法计算被试的延迟

折扣率 k。首先, 使用公式 k = ((LDR/SIR) − 1) / Delay 

(Commons et al., 1987)计算每一题中较小金额与较

大金额奖励间的无差别 k 值, 其中 LDR (Larger, 

Delayed Reward)为某一题目中较大的延迟奖励 , 

SIR (Smaller, Immediate Reward)为较小的立即奖励, 

如“你更希望立即获得 55 元, 还是 61 天后获得 75

元？”, 其 k 值为((75/55) − 1) / 61 = 0.006; 随后, 

将题目按照较小奖励(S)和较大奖励(L)两组进行 k

值升序排列 , 分别计算被试在较小奖励组(S)和较

大奖励组(L)内的 k 值, 即被试在改变选择处的两道

题目 k 值的几何平均数; 最后, 将被试在较小奖励

组(S)和较大奖励组(L)中两个 k 值的几何平均数作

为其延迟折扣率 k 的估计值。因原始 k 值呈偏态分

布, 故需将 k 进行自然对数转换记为 k0。对 k0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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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 正态分布检验发现 K−S Z = 1.20, p = 0.114, 说

明 k0 符合正态分布, 可对其进行进一步参数检验。 

对被试延迟折扣率的自然对数 k0 进行单因素

方差分析发现, 情绪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2, 170) = 

179.30, p < 0.001, ηp
2 = 0.68。事后多重比较表明, 恐

惧组被试的 k0 (M = −3.22, SD = 0.69)显著高于控制

组(M = −4.49, SD = 0.56), 而愤怒组被试的 k0 (M = 

−5.63, SD = 0.78)显著低于控制组(M = −4.49, SD = 

0.55), ps < 0.001 (如图 1)。这表明相比于恐惧组和

控制组被试, 愤怒组被试倾向于选择延迟获得较大

金额的回报, 即更有耐心。 
 

 
 

图 1  不同情绪条件下被试的延迟折扣率对数 k0 

注 : 均值越小 , 表示越倾向于延迟满足 ; 误差线表示标准误 ;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下同. 

 

2.3  讨论 

实验 1 的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 偶然体验到的

愤怒情绪降低了个体的延迟折扣率。相比于恐惧组

和控制组被试, 愤怒组被试更可能选择较大的延迟

奖赏。在后两项实验中, 我们将探究其中的内在机制。 

根据评估倾向理论, 愤怒情绪与高确定感和高

控制感评估倾向有关, 而恐惧情绪与低确定感和低

控制感有关(Smith & Ellsworth, 1985)。因此, 在实

验 2 中 , 我们将使用实验因果链 (Spencer et al., 

2005)设计检验确定感和控制感评估倾向在愤怒情

绪影响个体延迟折扣中的作用。在实验 2a 中, 检验

愤怒情绪能否增强个体的确定感和控制感; 在实验

2b 中, 检验确定感和控制感能否增强个体的延迟

满足倾向。 

3  实验 2a: 愤怒情绪对确定−控制
感的影响 

3.1  方法 

3.1.1  被试 

基 于 实 验 2a 的 单 因 素 被 试 间 设 计 , 采 用

G*power 3.1.9.4, 在显著性水平 α = 0.05 且中等效

应(f = 0.25)时, 预测达到 80%的统计力水平的总样

本量至少为 159 名。通过广告招募自愿参与本实验

的某高校大学生共 175 名, 随机分为愤怒组、恐惧

组和控制组。剔除情绪诱发失败的被试后(剔除依

据同实验 1), 剩余有效数据共 165 名(女性 96 名), 

被试年龄在 18~26 岁(M = 22.12, SD = 2.59)之间, 

其中愤怒组、恐惧组和控制组各 55 人。所有被试

均无神经系统或精神疾病史, 裸眼视力或矫正视力

正常, 自愿参加实验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实验结束

后, 给予被试相应实验报酬。 

3.1.2  实验设计 

采用单因素被试间实验设计。自变量为情绪类

型(愤怒/恐惧/中性情绪), 因变量为确定−控制感。 

3.1.3  材料及程序 

首先, 所有被试完成自传回忆任务, 同实验 1。 

其次, 被试进行确定−控制感评估。借鉴 Lerner

和 Keltner (2001)的确定−控制感评估问卷, 要求被

试就所描述的情况指出对此有多确定(1 = 完全不

确定, 7 = 完全确定)和可控(1 = 完全不可控, 7 = 

完 全 可 控 ) (Lerner & Keltner, 2001; Smith & 

Ellsworth, 1985)。 

最后, 进行情绪操纵检验, 同实验 1。 

实验结束后被试填写基本信息并得到相应实

验报酬。 

3.2  结果 

3.2.1  情绪操纵有效性检验 

对情绪诱发结果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 愤

怒 情 绪 评 定 维 度 上 情 绪 类 型 主 效 应 显 著 , F(2, 

162) = 50.73, p < 0.001, ηp
2 = 0.39; 事后多重比较发

现 , 愤怒组被试报告的愤怒等级评分 (M = 5.04, 

SD = 1.67)显著高于恐惧组(M = 3.18, SD = 1.53)和

控制组(M = 2.07, SD = 1.48), ps < 0.001。恐惧情绪

评定维度上情绪类型主效应显著, F(2, 162) = 51.67, 

p < 0.001, ηp
2 = 0.39; 事后多重比较发现, 恐惧组被

试报告的恐惧等级评分(M = 5.02, SD = 1.38)显著

高于愤怒组(M = 3.65, SD = 1.66)和控制组(M = 

2.09, SD = 1.48), ps < 0.001。这表明情绪操纵有效。 

3.2.2  确定−控制感评估 

对被试的确定感与控制感等级评分进行相关

分析, 结果发现确定感与控制感等级评分呈显著正

相关(r = 0.56, p < 0.001)。因此, 取二者平均值作为

评估被试确定−控制感的指标 (Lerner & Keltne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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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被试的确定−控制感进行方差分析发现, 情

绪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2, 162) = 102.99, p < 0.001, 

ηp
2 = 0.56。事后多重比较表明, 愤怒组被试的确定−

控制感(M = 5.21, SD = 0.93)显著高于控制组(M = 

4.78, SD = 0.74), 而恐惧组被试的确定−控制感(M 

= 2.97, SD = 0.92)显著低于控制组(M = 4.78, SD = 

0.74), ps < 0.05 (如图 2)。这表明对于自身经历过的

事件, (相比于控制组)愤怒组被试会体验到更强的

确定感与控制感。 
 

 
 

图 2  不同情绪条件下被试的确定−控制感 
 

4  实验 2b: 确定−控制感对延迟折
扣的影响 

4.1  方法  

4.1.1  被试 

基 于 实 验 2b 的 单 因 素 被 试 间 设 计 , 采 用

G*power 3.1.9.4, 在显著性水平 α = 0.05 且中等效

应(f = 0.25)时, 预测达到 80%的统计力水平的总样

本量至少为 128 名。通过广告招募自愿参与本实验

的某高校大学生共 142 名, 随机分为高确定−控制

感诱发组(以下简称高确定−控制组)、低确定−控制

感诱发组(以下简称低确定−控制组)。剔除未完成全

部实验任务的被试后, 剩余有效数据共 132 名(女

性 94 名), 被试年龄在 18~25 岁(M = 21.99, SD = 2.90)

之间, 其中高确定−控制组 68 名、低确定−控制组

64 名。所有被试均无神经系统或精神疾病史, 裸眼

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 自愿参加实验并签署知情

同意书。实验结束后 , 给予被试相应实验报酬。 

4.1.2  实验设计 

采用单因素被试间实验设计。自变量为确定−

控制感(高/低), 因变量为延迟折扣率 k。 

4.1.3  材料及程序 

首先, 所有被试完成确定−控制感诱发任务。

借鉴 Lerner 和 Keltner (2001)的自传回忆任务作为

确定−控制感的诱导方法。被试共需完成两项任务: 

任务一“请尽可能回忆并列出 3 件你觉得[不]确定

和[不]可控的事情, 比如你每天都会刷牙(高确定−

控制)/明天会发生地震(低确定−控制)。因为我们想

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你对已经发生的和接下来发生

的事件感到[不]确定和[不]可控”; 任务二“请从上

述经历中选择 1 件最让你感到最[不]确定和[不]可

控的事情, 用文字详细描述出具体细节。让别人理

解你为什么会感到[不]确定和[不]可控, 同时别人也

可以通过阅读此经历而感觉到[不]确定和[不]可控”。 

其次, 被试完成改编后的跨期决策任务, 同实

验 1。 

最后, 被试进行确定−控制感评估, 同实验 2a。 

实验结束后被试填写基本信息并得到相应实

验报酬。 

4.2  结果 

4.2.1  确定−控制感操纵有效性检验 

对被试的确定感与控制感等级评分进行相关

分析, 结果发现确定感与控制感等级评分呈显著正

相关(r = 0.73, p < 0.001)。因此, 取二者平均值作为

评估被试确定−控制感的指标 (Lerner & Keltner, 

2001)。 

对确定−控制感诱发结果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发现, 高确定−控制组(M = 5.53, SD = 1.03)被试在

确定−控制感上的得分显著高于低确定−控制组

(M = 2.98, SD = 1.00), t(130) = 14.40, p < 0.001, 

Cohen’s d = 0.78。这表明确定−控制感操纵有效。 

4.2.2  延迟折扣率 

根据 Kirby 等(1996)提出的方法计算被试的延

迟折扣率 k。因原始 k 值呈偏态分布, 故需将 k 进

行自然对数转换记为 k0。对 k0 进行 K−S 正态分布

检验发现 K−S Z = 1.30, p = 0.068, 说明 k0 符合正态

分布, 可对其进行进一步参数检验。 

对被试延迟折扣率的自然对数 k0 进行独立样

本 t 检验发现, 高确定−控制组(M = −4.98, SD = 

1.72)被试的延迟折扣率对数 k0 显著低于低确定−控

制组(M = −4.08, SD = 1.28), t(130) = −3.37, p = 

0.001, Cohen’s d = 0.59 (如图 3)。这表明相比低确

定−控制组 , 高确定−控制组被试更倾向于选择延

迟获得较大数额的金钱。 

4.3  讨论 

实验 2a 与 2b 的结果表明确定感和控制感评估

维度可以解释愤怒情绪的延迟满足效应。愤怒情绪

伴随强烈的确定感和控制感(实验 2a), 并且当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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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享乐和延迟满足之间进行选择时, 确定感和控制

感会增强个体的延迟满足倾向(实验 2b)。 
 

 
 

图 3  [高/低]确定−控制条件下被试的延迟折扣率对数 k0 

 

如果确定感和控制感在跨期决策任务中增强

了个体的延迟满足倾向, 那么与确定感和控制感相

关的积极情绪应产生与之相同的效应。为验证此假

设, 我们在实验 3 中加入高确定−控制感的积极情

绪条件——愉悦组 , 我们预测 , 与低确定−控制感

(恐惧)的情绪相比, 高确定−控制感(愤怒和愉悦)的

情绪独立于情绪效价, 在跨期决策中更倾向于选择

较大的延迟奖赏。为进一步探讨确定感和控制感的

作 用 , 我 们 使 用 中 介 测 量 设 计 (Baron & Kenny, 

1986)模型 , 预测确定感和控制感在情绪影响跨期

决策过程中起中介作用。 

5  实验 3: 愤怒情绪对延迟折扣的影
响——确定−控制感的中介作用 

5.1  方法 

5.1.1  被试 

基 于 实 验 3 的 单 因 素 被 试 间 设 计 , 采 用

G*power 3.1.9.4, 在显著性水平 α = 0.05 且中等效

应(f = 0.25)时, 预测达到 80%的统计力水平的总样

本量至少为 180 名。通过广告招募自愿参与本实验

的某高校大学生共 201 名, 随机分为愤怒组、恐惧

组、愉悦组和控制组。剔除情绪诱发失败的被试后

(剔除依据同实验 1), 剩余有效数据共计 193 名(女

性 159 名), 被试年龄在 18~26 岁(M = 22.59, SD = 

2.34)之间, 其中愤怒组 47 名、恐惧组 49 名、愉悦

组 46 名和控制组 51 名。所有被试均无神经系统或

精神疾病史, 裸眼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自愿参加

实验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实验结束后, 给予被试相

应实验报酬。 

5.1.2  实验设计 

采用单因素被试间实验设计。自变量为情绪类

型(愤怒/愉悦/恐惧/中性情绪), 中介变量为确定−

控制感, 因变量为延迟折扣率 k。 

5.1.3  材料及程序 

首先, 所有被试完成情绪诱导任务, 同实验 1。

同时增加愉悦组条件。愉悦组被试共需完成两项任

务: 任务一“请尽可能回忆并列出 3 件让你感到非

常愉悦的事情 , 比如 , 吃你喜欢的美食或远途旅

游”, 任务二“请从上述经历中选择 1 件最让你感到

愉悦的事情, 用文字详细描述出具体细节。让别人

理解你为什么会感到愉悦, 同时别人也可以通过阅

读此经历而感觉到愉悦”。 

其次, 进行确定−控制感评估, 同实验 2a。 

然后, 被试完成改编后的跨期决策任务, 同实

验 1。 

最后, 进行情绪操纵检验。第一组项目要求被

试在 3 个情绪词(愤怒、恐惧、愉悦)后选择最能表

达自己此时情绪感受的数字 , 从 1(根本没有 )到

7(非常强烈); 第二组项目要求被试评估情绪的愉

快程度, 从 1(根本不愉快)到 7(非常愉快)。 

实验结束后被试填写基本信息并得到相应实

验报酬。 

5.2  结果与分析 

5.2.1  情绪操纵有效性检验 

对情绪诱发结果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 愤

怒情绪评定维度上情绪类型主效应显著 F(3, 189) = 

105.55, p < 0.001, ηp
2 = 0.63; 事后多重比较发现, 

愤怒组被试报告的愤怒等级评分(M = 5.02, SD = 

1.22)显著高于恐惧组(M = 2.81, SD = 1.36)、愉悦组

(M = 1.39, SD = 0.58)和控制组(M = 1.78, SD = 1.01), 

ps < 0.001。恐惧情绪评定维度上情绪类型主效应显

著, F(3, 189) = 138.98, p < 0.001, ηp
2 = 0.69; 事后多

重比较发现, 恐惧组被试报告的恐惧等级评分(M = 

5.06, SD = 1.09)显著高于愤怒组(M = 2.36, SD = 

1.33)、愉悦组(M = 1.43, SD = 0.69)和控制组(M = 

1.55, SD = 0.78), ps < 0.001。愉悦情绪评定维度上

情绪类型主效应显著 F(3, 189) = 148.35, p < 0.001, 

ηp
2 = 0.70; 事后多重比较发现, 愉悦组被试报告的

愉悦等级评分(M = 5.67, SD = 1.12)显著高于愤怒

组(M = 1.77, SD = 0.94)、恐惧组(M = 1.78, SD = 

0.85)和控制组(M = 4.06, SD = 1.32), ps < 0.001, 这

表明情绪操纵有效。 

5.2.2  确定−控制感评估 

对确定感与控制感等级评分进行相关分析, 结

果发现确定感与控制感等级评分呈显著正相关(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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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8, p < 0.001), 取二者均值作为评估被试确定−控

制感的指标(Lerner & Keltner, 2001)。对确定−控制

感进行方差分析发现, 情绪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3, 

189) = 50.47, p < 0.001, ηp
2 = 0.45。事后多重比较表

明, 愤怒组(M = 5.11, SD = 1.04)和愉悦组(M = 4.96, 

SD = 0.87)被试报告的确定−控制感得分显著高于

控制组(M = 4.47, SD = 0.90), ps < 0.01, 而恐惧组

(M = 3.10, SD = 0.77)被试的确定−控制感显著降低, 

p < 0.001; 此外, 愤怒组与愉悦组被试的确定−控

制感无显著差异(p = 0.422), 这表明情绪效价并未

影响个体对确定−控制感的评估。 

5.2.3  延迟折扣率 

根据 Kirby 等(1996)提出的方法计算被试的延

迟折扣率 k, 因原始 k 值呈偏态分布, 故需将 k 进行

自然对数转换记为 k0。对 k0 进行 K−S 正态分布检

验发现 K−S Z = 1.10, p = 0.175, 说明 k0 符合正态分

布, 可对其进行进一步参数检验。 

对被试延迟折扣率的自然对数 k0 进行单因素

方差分析发现, 情绪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3, 189) = 

39.87, p < 0.001, ηp
2 = 0.39。事后多重比较表明, 愤

怒组(M = −5.48, SD = 0.89)和愉悦组(M = −5.32, 

SD = 0.94)被试的 k0 显著低于控制组(M = −4.96, 

SD = 0.99), ps < 0.05, 而恐惧组被试的 k0 (M = 

−3.68, SD = 0.78)显著高于控制组(M = −4.96, SD = 

0.99), p < 0.001 (如图 4); 此外愤怒组与愉悦组被试

的 k0 无显著差异(p = 0.407), 说明情绪效价并未影

响个体的延迟折扣。 
 

 
 

图 4  不同情绪条件下被试的延迟折扣率对数 k0 
 

5.2.4  确定−控制感对特定情绪与延迟折扣的中介

效应分析 

为进一步阐明特定情绪影响延迟折扣的心理

机制, 采用 Mplus 7.11 统计软件进行偏差校正的

Bootstrapping 检验(抽取 5000 次), 考察确定−控制

感对特定情绪影响延迟折扣的中介效应。在本研究

的中介效应分析模型中, 不同情绪类型(愤怒、恐

惧、愉悦和中性情绪)被编码为虚拟变量, 中介变量

确定−控制感和因变量延迟折扣率为连续变量。中

介效应的分析结果如下:  

从表 1 可见, 在以控制组为参照时, 愤怒组通

过确定−控制感对延迟折扣的中介效应值为−0.184, 

95%的 Bootstrap 置信区间为[−0.295, −0.074], 不包

括“0”, 表明中介效应显著; 且加入中介变量确定−

控制感后 , 愤怒对延迟折扣的直接效应为−0.013, 

95%的 Bootstrap 置信区间为[−0.098, 0.073], 包括

0, 表明其直接效应不再显著; 恐惧组通过确定−控

制 感 对 延 迟 折 扣 的 中 介 效 应 值 为 0.396, 95%的

Bootstrap 置信区间为[0.294, 0.498], 不包括“0”, 表

明中介效应显著; 且加入中介变量确定−控制感后, 

恐 惧 对 延 迟 折 扣 的 直 接 效 应 为 0.093, 95% 的

Bootstrap 置信区间为[−0.016, 0.203], 包括 0, 表明

其直接效应不再显著; 愉悦组通过确定−控制感对

延迟折扣的中介效应值为−0.141, 95%的 Bootstrap

置信区间为[−0.242, −0.039], 不包括“0”, 表明中介

效应显著; 且加入中介变量确定−控制感后, 愉悦

对延迟折扣的直接效应为 0.003, 95%的 Bootstrap

置信区间为[−0.106, 0.113], 包括 0, 表明其直接效

应不再显著。此结果表明, 愤怒情绪使人更倾向于

延迟满足, 并且愤怒情绪是通过增强人们的确定−

控制感进而使人更倾向于延迟满足。 
 

表 1  确定−控制感对延迟折扣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95% CI 
中介效应路径 估计值 

低 高 

以控制组为参照:        

愤怒→确定−控制感→

延迟折扣 
−0.184a −0.295 −0.074 

愤怒→延迟折扣 −0.013 −0.098  0.073 

恐惧→确定−控制感→

延迟折扣 
0.396a  0.294  0.498 

恐惧→延迟折扣 0.093 −0.016  0.203 

愉悦→确定−控制感→

延迟折扣 
−0.141a −0.242 −0.039 

愉悦→延迟折扣 0.003 −0.106  0.113 

注: a 表示中介效应显著。 

 

5.3  讨论 

实验 3 的研究结果说明, 确定−控制感在愤怒

情绪影响延迟折扣的过程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即愤

怒情绪影响延迟折扣的潜在机制是通过提高确定−

控制感实现的。研究进一步说明 , 无论效价如何 , 

在进行跨期决策时体验与确定感和控制感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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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即愤怒和愉悦)会增强个体的延迟满足倾向。 

6  总讨论 

本研究将自传回忆任务作为情绪诱发任务, 考察

了愤怒情绪对个体延迟折扣的影响及其潜在机制。通过

三项实验, 我们发现在进行跨期决策时, 偶然体验到的

愤怒情绪会降低个体延迟折扣率。与体验恐惧和中性情

绪的被试相比, 体验愤怒情绪的被试更可能选择较大

的延迟奖赏。重要的是, 本研究的后两个实验提供

了直接证据, 证明与愤怒情绪相关的高确定感和高

控制感可能是降低延迟折扣效应的潜在机制。具体

来说, 本研究发现愤怒情绪会增强个体的确定感和

控制感(实验 2a 和实验 3), 同时, 这种高确定感和

高控制感导致个体在进行跨期决策时更倾向于延

迟满足(实验 2b 和实验 3)。此外, 实验 3 表明, 无

论效价如何, 在进行跨期决策时体验与确定感和控

制感有关的情绪(即愤怒和愉悦)会增强个体的延迟

满足倾向。 

本研究发现, 愤怒情绪通过确定感和控制感评

估维度影响延迟折扣。Zhao 等人(2017)探索性的考

察了特质愤怒和状态愤怒对延迟折扣的影响, 研究

发现, 对低特质愤怒个体而言, 相对于处于暂时的

低愤怒情绪状态, 他们处于高愤怒情绪状态时倾向

于偏好较大的延迟奖赏, 其认为愤怒情绪与确定感

和控制感有关, 高水平的愤怒状态促使个体做出更

多的风险寻求行为(Lerner & Keltner, 2001; Smith & 

Ellsworth, 1985), 因此在跨期决策中选择金额较大

的延迟奖赏, 这与本研究的构想思路一致。与之相

对, 他们进一步发现, 当个体处于暂时的高愤怒情

绪状态时, 相对于低特质愤怒个体, 高特质愤怒个

体倾向于偏好较小的立即奖赏, 前人研究发现, 具

有高唤醒度的负性情绪可能会转变个体与情感特

质相关联的风险倾向(Leith & Baumeister, 1996), 

因此, 当个体处于暂时的高愤怒情绪状态时, 相对

于低特质愤怒个体, 高特质愤怒个体的跨期偏好可

能会出现反转, 更倾向选择金额较小的立即奖赏。

除此之外, 本研究发现, 与体验中性情绪的被试相

比, 体验恐惧情绪的被试更可能选择金额较小的立

即奖赏。这与佘升翔等人(佘升翔 等, 2016; 佘升翔 

等, 2017)的研究结果一致。他们采用情绪视频材料

(佘升翔  等 , 2016)和自传回忆任务 (佘升翔  等 , 

2017)诱发被试的恐惧情绪状态 , 结果发现 , 恐惧

情绪显著降低了个体等待的耐心, 表现为更高的延

迟折扣率。与之相反, 方铖豪等人(2019)采用情绪

面孔图片诱发被试的厌恶和恐惧情绪 , 结果发现 , 

与中性面孔相比, 观看恐惧面孔并未影响个体的跨

期决策偏好。这说明与采用情绪短片和自传回忆任

务诱发的恐惧情绪相比, 情绪面孔诱发的恐惧情绪

相对短暂并且诱发的恐惧情绪强度相对较低, 可能

对后续跨期决策的影响较小(方铖豪 等, 2019)。因

此, 研究结果的不一致可能与实验材料有关, 需要

将来在同一实验条件下对其进行验证。 

评估倾向理论(Lerner & Keltner, 2001; Winterich 

et al., 2010)认为不同形态情绪间的差异可从其愉

悦感、确定感、控制感、注意活动、预期努力和他

人责任感等 6 个维度上进行评定, 但不同评估维度

对每一具体形态情绪的作用各不相同。情绪对决策

的影响会受到匹配原则的限制, 只有在核心评估维

度与所要进行的判断和决策任务的突出属性相匹

配时, 情绪才能够对随后的判断与决策产生影响。

基于 Smith 和 Ellsworth (1985)的研究, 愤怒情绪具

有负性效价、高确定感、高控制感和高他人责任感

等核心评估维度。也就是说, 当愤怒情绪的核心评

估维度与所要进行的判断和决策任务的突出属性

相匹配时, 愤怒情绪才能够对该判断与决策产生影

响。有研究发现, 愤怒情绪的高确定感和高控制感

促使个体对风险的评估较为乐观, 在风险决策时偏

好风险寻求(Druckman & McDermott, 2008; Lench 

et al., 2011); 愤怒情绪的高他人责任感促使个体表

现出更加严厉的道德判断(Small & Lerner, 2008)并

且 减 少 公 众 对 福 利 政 策 的 支 持 (Small & Lerner, 

2008); 愤怒情绪的高他人责任感和高控制感促使

个体减少助人行为(杨昭宁 等, 2017); 愤怒情绪的

高他人责任感和负性效价减少个体的礼物赠送行

为(de Hooge, 2017)等。评估倾向理论提高了我们对

愤怒情绪影响决策的理解, 目前的研究支撑了这一

假说, 即愤怒情绪的高确定感和高控制感会降低个

体的延迟折扣率。本研究进一步推测, 由于不同形

态的负性情绪在确定感和控制感的评估维度上存

在差异, 所以不同形态的负性情绪对个体跨期决策

偏好有不同影响。 

除了使用评估倾向理论解释情绪如何影响延

迟折扣外 , 也有研究者使用情绪信息理论(Affect- 

as-Information Theory) 、 情 绪 动 机 维 度 理 论

(Motivational Dimensional Model of Affect)、建构水

平理论(Construal Level Theory, CLT)和基于时间感

知的理论模型(Perceived-Time-Based Model)对此过

程进行解释。具体而言, 情绪信息理论认为情绪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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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信息性 , 不同效价的情绪具有不同的情绪信息 , 

能够影响个体的信息加工策略(Clore et al., 2001; 

Schwarz & Clore, 1983)。但情绪信息理论在解释情

绪影响信息加工时, 仅仅考虑了情绪效价维度而忽

略了情绪的其他维度对延迟折扣的影响。情绪动机

维度理论则从情绪动机维度预测个体行为, 其认为

动机方向分为趋近和回避两类(Gable & Harmon- 

Jones, 2008), 例如, 愤怒情绪是一种趋近动机的情

绪, 是朝向理想目标的行动受阻后产生的一种情绪

(Carver & Harmon-Jones, 2009), 而恐惧情绪是一

种回避动机的情绪, 使人倾向于回避令人紧张的物

体或情境(Gable & Harmon-Jones, 2010)。情绪动机

维度理论有助于我们从进化的角度理解情绪对延

迟折扣的影响。建构水平理论认为环境中的任何客

体或事件均可在不同建构水平上被表征(Liberman 

et al., 2002), 可分为高建构水平和低建构水平, 在

高水平建构下, 人们倾向于抽象表征远期事件, 而

在低水平建构下, 人们则具体表征近期事件。王鹏

和刘永芳(2009)认为, 愉悦情绪诱发被试对未来金

钱表征的高水平建构, 使其更关注结果的价值属性

而不是时间距离, 故而延迟折扣率下降; 与之相反, 

悲伤情绪诱发被试对未来金钱表征的低水平建构, 

使其更关注结果的时间距离而不是价值属性, 故而

延迟折扣率提高。除此之外, Zauberman 等人(2009)

提出了“基于时间感知的理论模型”来解释跨期决

策的认知机制 , 他们发现 , 跨期决策中的折扣率

会随客观延迟时间的增加而下降 , 其原因可能是

个体对未来时间知觉存在偏差(Zauberman et al., 

2009)。本研究发现 , 愤怒情绪通过确定感和控制

感影响个体的选择偏好 , 确定感和控制感评估维

度是影响了被试对未来金钱表征的建构水平 , 进

而影响了其关注结果的价值属性或是时间距离 , 

还是影响了对未来时间的主观感知 , 有待将来进

一步研究。 

因本研究认识到单一方法的局限性, 所以使用

了实验因果链(Spencer et al., 2005)和中介测量设计

(Baron & Kenny, 1986), 发现确定感和控制感评估

倾向是愤怒情绪影响跨期决策中的延迟折扣效应

的潜在机制。本研究方法的多样性证明了我们研究

结果的稳定性。本研究也有一些局限性, 每个局限

都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可能的方向。首先, 我们的

实验完全依赖于自传回忆任务来诱发愤怒情绪。虽

然此任务是诱发特定情绪的最常用和有效的方法

之一, 未来的研究可使用不同的情绪诱导方法, 例

如, 观看诱发愤怒情绪的视频片段或现场经历一件

愤怒的事件, 以此来确定本研究结果的普遍性。其

次, 本研究的跨期决策任务改编于 Kirby 等人(1996)

的金钱选择量表, 仅含有较少的跨期决策项目, 未

来的研究可采用多种形式的跨期决策任务 , 例如 , 

滴定任务、主观报告任务等, 提高研究结果的普遍

性。同时 , 跨期决策可能发生在不同情境 , 例如 , 

食物选择、挽救生命、购买手机、公共交通、环境

污染等情境(Read et al., 2017)。未来的研究可以考

察在不同的跨期情境中是否都能够观察到愤怒情

绪可以降低个体的延迟折扣率。 

目前的研究为未来愤怒情绪与延迟折扣的研

究提供了许多其他方向。首先, 本研究关注由不相

关的先前经验引发的偶然愤怒情绪的影响。未来的

研究应该探讨整合愤怒情绪(即由决策任务的目标

所引起)是否会降低个体延迟折扣率, 或者是探讨

预期愤怒情绪(即预期将来的愤怒事件所引起)是否

会降低个体延迟折扣率。第二, 本研究发现与确定

感和控制感相关的愤怒和愉悦情绪降低了延迟折

扣率。未来的研究应该探究已知可引发确定感和控

制感评估倾向的其他情绪是否会产生相同的影响。

未来的研究还应探讨在其他评估维度(例如, 动机

维度)上的不同情绪是否会影响个体在跨期决策中

的延迟满足倾向。第三, 本研究考察了愤怒情绪对

收益情境下的跨期决策任务的影响。跨期决策涉

及收益和损失两类情境。跨期决策领域中的大量

研究表明 , 损失型跨期决策和收益型跨期决策的

内在认知和神经机制并不等价 , 在收益情境中得

到的研究结果并不能推广到损失情境中去(Gehring 

& Willoughby, 2002; Mitchell & Wilson, 2010; Xu et 

al., 2009)。因此, 很有必要分别在收益和损失两种

不同情境下来研究愤怒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第

四, 本研究的所有被试都是年轻人(年龄在 19~26

岁)。未来的研究应该考察儿童、青少年和老年人, 

以调查愤怒情绪对延迟折扣的影响是否因不同年

龄组而存在差异。研究表明, 从青春期早期到老年, 

个体愤怒的体验和表达逐渐降低 , 情绪调控能力

逐渐增强(Brown, 2016)。因此, 在决策过程中, 与

老年人相比 , 年轻人可能更容易受到愤怒情绪的

影响。 

7  结论 

本研究的研究结果提供了第一个因果证据, 即

在试图理解面对发生于不同时间节点的成本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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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心理权衡而做出选择时, 与愤怒情绪相关的确

定感和控制感评估倾向会降低个体的延迟折扣率。

无论是个人对其健康、教育、婚姻等重大生活的抉

择, 还是政府对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等

重大国计民生问题的决策都具有很强的跨期性, 基

于评估倾向理论, 我们能够更精确地研究情绪对这

些跨期事件的影响。本研究对于理解跨期决策的情

绪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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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anger on delay discount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certainty and control 

SONG Xiyan, CHENG Yahua, XIE Zhouxiutian, GONG Nanyan, LIU Lei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Ningbo University; Center of Group Behavior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Service,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Delay discounting occurs when, compared to current or recent benefits (or losses), people give future 
benefits (or losses) less weight and choose current or recent benefits (or losses). Delay discounting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direction in the field of decision-making. Based on the Appraisal-Tendency Framework,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examine how anger influences an individual’s delay discounting and then explore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the effect of anger on delay discounting. 

The key hypotheses––that anger would influence delay discounting and that certainty and control appraisal 
tendencies would drive this effect––were tested across three experiments. Experiment 1 investigated the effect of 
anger on delay gratification. In Experiments 2a and 2b, an experimental-causal-chain design was used to test (a) 
whether anger increases certainty-control relative to fear and neutral feelings, and (b) whether experiencing 
certainty-control increases one’s delay gratification. In Experiment 3, a measurement-of-mediation design was 
used to test whether feelings of certainty-control stemming from anger predicted delay gratification. 
Simultaneously, we explored whether positive emotions associated with certainty-control produced increases in 
delay gratification. The focus was on pleasure as a positive, certainty-control-associated emotion. 

In Experiment 1,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fear and neutral participants, angry participants 
were more likely to choose large and delayed rewards. In Experiment 2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fear and neural participants, angry participants were more likely to experience certainty-control feelings. Then, 
in Experiment 2b,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low certainty-control participants, high 
certainty-control participants were more likely to choose large and delayed rewards. In Experiment 3,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fear and neutral participants, angry and pleasant participants experienced more 
certainty-control feelings and were more likely to choose large and delayed rewards. Furthermore, the medi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certainty-control feelings played a complete mediating role in the effect of anger and 
pleasure on delay discounting.  

Converging evidence from the three experiments indicated that incidental anger can influence delay 
discounting. Compared with fear and neutral feelings, those experiencing anger were more likely to choose 
larger and delayed rewards (Experiment 1). Importantly, these two experiments provide direct process evidence 
by showing that the certainty and control appraisal tendencies triggered by anger may underlie its delay 
gratification-enhancing effects (Experiments 2 and Experiment 3). Furthermore, experiencing certainty- 
control-associated emotions (i.e., anger and pleasure), regardless of valence, increased to the likelihood that 
individuals would choose larger and delayed rewards (Experiment 3). The current research supports the 
hypotheses that anger increases delay gratification and that certainty and control appraisal tendencies drive this 
effect. These findings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effect of 
specific negative emotions on intertemporal choice. 
Key words  anger, delay discounting, intertemporal choice, Appraisal-Tendency Framework, negative e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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